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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藻际环境中，微生物通过营养物质交换和活性物质释放相互作用，进而引发共生、竞

争或合作等行为。结合环境条件的影响，藻际环境一般具有稳定而多样的微生态结构。以上行为

发生的基础是以信号分子为媒介的微生物胞间通讯作用。本文系统综述了藻际环境的特征、藻际

胞间通讯行为以及藻际胞间信号分子的类别与作用机制。特别针对痕量信号分子特性，结合胞间

通讯在藻际间作用机制的研究现状，深入论述了革兰氏阴性菌信号分子和微藻植物激素类信号分

子对微藻基因表达路径调控的影响与机制。最后，总结了藻际胞间通讯领域的研究局限，并展望

了未来亟待突破的研究瓶颈。该综述以期为藻际微生物生态关系研究及微藻生物质能源生产研究

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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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complementary and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among microorganisms in 

phycosphere for achieving nutrients, producing active substances and interactions. This lead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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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al symbiosi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under 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toward to form a 

distinguished microb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basic of such behaviors are the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among microorganisms, with signal molecules as the mediators. In this review, w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present researches relate to the phycosphere characteristics,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and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signaling molecules transportation. Especially, we 

discussed the bottle-neck issues on understanding the trace signal molecules. We also verified the 

effects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and microalgae phycosphere signal molecules on the regulation of 

microalgae gene expression pathways,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in the phycosphere. Finally, research limitations on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in the 

phycosphere was summarized, and potential further studies were indicated. This work aimed to 

stimulate some ideas on the microbial ecology in phycosphere and microalgae biomass energy 

production. 

Keywords: microalgae; biomass; phycosphere;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signal molecules 

微生物产生并向环境中释放信号分子，通

过胞内的相应受体识别环境中信号分子浓度，

来监测周围环境中自身或其他微生物的变化。

当信号分子达到一定的浓度阈值时，微生物启

动或抑制特定基因的表达，进而产生单一微生

物个体无法完成的生理功能或行为叫作群体

感 应 (quorum sensing ， QS) 或 胞 间 通 讯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1]。胞间通讯既是微

生物建立微生态联络的通用方式，也是微生物

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关键环节。在胞间通讯这一

微生物社会行为的研究过程中，信号分子作为

微生物间沟通的“语言”，其甄别一直是研究的

重点。在早期，细胞信号物质的种类大多是通

过粗提微生物产物再重新回填这一方式来探究

其作用机制。随着现代分离与分析技术的发展，

操纵微生物胞间通讯行为的信号分子精密结构

被逐渐解析。不同微生物种内或种间的信号分

子不尽相同，其介导的胞间通讯作用也大相径

庭。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细菌、真菌在生

长繁殖的过程中会感知外界环境变化，持续地

释放信号分子。当信号分子积累达到一定阈值

后，微生物便会表达特定的功能基因进而表现

出特殊的生理生化行为[2]，包括生物发光[3–4]、

生物膜形成[5–7]、色素的产生[8–9]以及抗生素合  

成等[10]，从而与其他微生物构成生物网络关联。 

类似于陆地生态系统中的“根际环境”，藻

细胞分泌胞外产物对周围的生物进行选择，形

成藻际环境。在水生生态系统中，藻际环境的

稳定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与此同时，合理收集利用微藻产生的油脂、

类胡萝卜素等生物质能源，也有助于节约资源。

在藻际环境中，微生物具有分解者与制造者的

双重身份。此外，物种间还存在着竞争、协同、

合作等复杂的作用关系，这些关系的本质是胞

间通讯。藻际环境下的共生模式需考虑多种组

合，包括细菌-微藻、真菌-微藻及多菌-多藻等，

其作用模式主要为营养交换[11]、信号传递[12]和

基因转移[13–14]这 3 类。基于藻际环境中种类多

样复杂的这一特性，策略性利用微藻与其他微

生物的胞间通讯信号传导作用，发挥信号分子

的痕量优势，既可以避免单一物种过度繁殖引

发的生态环境污染，又可以经济合理收集利用

微藻生物质能源。然而现阶段，微藻与藻际环

境中微生物的胞间通讯机制，特别是信号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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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路径、信号接收途径和代谢功能调节机制

等方面尚存在较大研究空白。 

1  藻际环境概述 

1.1  藻际环境 
微藻是自然中最重要的初级生产者，它向

周围环境分泌多种代谢产物，与一定距离范围

内的微生物具有紧密的关联并形成了独特的

微生态环境，即藻际环境[15]。基于这些代谢产

物的作用，结合环境选择、物种竞争等因素的

影响所形成的微生物种群，被称为“藻际微生

物”[16]。水环境条件变化会显著影响微藻及其

藻际微生物群落结构演替，因此藻际环境具有

特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微藻分泌的

胞外产物、甚至是死亡藻体，可以为细菌提供

营养源[17]。细菌也可能产生藻类生长所必需的

营养盐和生长素[18]，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藻类的

生长，甚至裂解藻细胞[19–20]。 

1.2  藻际微生物间的作用 
1.2.1  营养物质交换与作用 

营养物质互补是藻际微生物微生态行为发

生的关键基础，是提高藻际环境生物群落稳定

性的重要前提。最为经典的模式是，藻类通过

光合作用释放大量的 O2 作为异养细菌呼吸的

电子受体，同时细菌呼吸产生的 CO2 被微藻

所摄取并合成细胞质。在这一物质循环过程

中，细菌分解环境中的有机物，微藻固定无机

碳，细菌和微藻共生互利，提高了生态环境微

生态结构的稳定性[21–22]。营养物质的交换还存

在其他模式：固氮蓝细菌 UCYN-A 可为定鞭藻

类(Prymnesium parvum)提供生长所需的氮源[23]；

根瘤菌(Rhizobium sp.)能够分解有机物并提供

碳源供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呼吸代谢[24]。

在水环境中营养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藻类释放

更多的小分子物质，促进异养细菌生长[25]。 

但是，也有一些种间争夺营养物现象发

生。枯草芽孢杆菌的大量繁殖会与铜绿微囊藻

竞争环境中的营养源，间接抑制后者生长。枯

草芽孢杆菌的滤液对铜绿微囊藻的光合作用、

细胞组织合成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表明其

分泌物对微藻生长产生了负面影响[26]。夜光藻

(Noctiluca scintillans)摄食链状硅藻，这一行为

会改变藻际环境的群落结构，进而影响物质  

传递[27]。 

1.2.2  活性物质的产生与作用 

藻际微生物会分泌种类丰富的活性物质，

一般为碳水化合物、蛋白、腐殖酸及多种生长

因子等，具有提高藻际环境多样性的作用[28]。

有研究表明，共生菌产生的维生素 B12 是藻类

生长所需的痕量物质，具有提高藻细胞的光合作

用活性的作用[29]。藻类促生菌代谢产生活性物

质，可改善藻体对于环境胁迫的耐受程度[30]。

藻细胞溶解会释放胞内脂质及颗粒物等大分子

物质，能够维系微藻与细菌群落的共生关系[31]。 

活性物质也可能产生拮抗作用。细菌分泌

活性物质导致的溶藻行为是藻-菌拮抗的典型

例子。从太湖中分离得到的溶藻细菌，其分泌

到胞外的活性物质可明显抑制小球藻的生长，

降低了铜绿微囊藻的光合效率，对中肋骨条藻

有明显的溶解作用[32]。溶藻细菌 L7 的胞内外代

谢物对水华鱼腥藻和铜绿微囊藻都具有溶藻效

应，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藻细胞密度，促进了异

形胞分化[33]。相似地，有些藻类产生的活性物

质可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34]。不同的微藻抗菌

活性不同，尤其是球等鞭金藻 H29 对革兰氏阴

性菌和革兰氏阳性菌的生长均有抑制作用[35]。

策略性提高微藻的抗菌活性，筛选目标藻种，

可以提高微藻规模化培养系统的稳定性。 

近年来，研究者们提出藻际间微生物的胞

间通讯作用是藻际微生态行为发生的基础。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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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与藻际微生物之间的“交流”，是以信号分子

为媒介而诱发细胞生长、代谢功能调控，并发

生共生、竞争或拮抗等作用行为。细胞发生聚

集并释放信号分子，在信号分子达到一定浓度

激发胞间通讯反应。束毛藻(Trichodesmium)的

培养液已发现信号分子 N-酰化高丝氨酸内酯的

存在，细菌接收该信号后能够调节磷酸盐获取能

力，进行物质交流，促进藻际环境生态稳定[36]。 

2  藻际胞间通讯行为 

2.1  藻-菌共生体系中的胞间通讯 
2.1.1  微藻-细菌胞间通讯行为 

自 1976 年首次发现海洋费氏弧菌(Vibrio 

fiscberi)的自发荧光特性具有细胞密度依赖性

后[1]，微生物之间复杂而精细的“语言”的广谱性

得到逐渐公认。在不同环境胁迫下，不同种属

微生物会分泌不同种类的信号分子，组成其语

言体系的“语种”，通过这些胞外信号分子的转

导和传递，调控胞内特异性基因的表达，从而

协调菌群体之间的生理行为。 

实质上，微藻-细菌稳定共生体系主要依赖

于微藻与细菌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

关于介导革兰氏阴性菌群体感应系统的 N-酰化

高丝氨酸内酯 (N-3-acyl-homoserine lactones，

AHLs)是藻-菌胞间通讯行为的研究焦点。低浓

度 C6-HSL (≤200 nmol/L)能够激活藻细胞的防

御性反应，对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的生长

速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在 C6-HSL

浓度大于 400 nmol/L 时，小球藻生长速率受到

抑制，同时其抗氧化系统发生一定程度的损伤。

这一现象表明，微藻对革兰氏阴性菌分泌的信

号分子响应具有浓度依赖性[37]。有研究人员发

现，外源添加 400 nmol/L 的 C6-HSL，使得小

球藻光合作用系统中 D1 蛋白表达量显著下调，

但烯醇酶的表达量呈上调趋势，这一结果说明

信号分子抑制了藻细胞的光合作用，但同时促

进了细胞的厌氧呼吸作用[38]。对于多藻共培养

体系，在 400 nmol/L C6-HSL 刺激下，小球藻

和栅藻的生长和线粒体活性几乎不受 C6-HSL

的影响，油脂产量和油脂产率提高 209%。而小

球藻和栅藻纯培养体系的生物量比对照组分别

降低 50%和 35%[39]。与之相似，东海原甲藻、

赤潮异弯藻的生长明显受到海洋细菌产生的

C6-HSL 和 C8-HSL 的抑制作用[40]。窦勇等研究

发现，小球藻在 C10-HSL 胁迫下 PSII 光化学活

性变化表现不同剂量-效应关系，例如 Fv/Fm 总

体呈下降趋势，实验结束时不同浓度处理组较

初始状态降低 21%–36%不等，C10-HSL 对微藻

细胞施加了一定程度的抗氧化胁迫，同时干扰了

微藻细胞固有的 ATP 合成和离子运输过程[41]。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小球藻能够感知氮饥

饿胁迫下菌胶团释放的信号分子，促进酪氨酸

蛋白形成并产生聚集响应的特性[42]。细菌与微

藻的胞间通讯行为是相互作用的，细菌能够感

应小球藻的细胞密度，并在藻细胞密度比较高

时启动固氮基因的表达[43]。 

微藻与细菌之间还可能表现出拮抗作用。

细菌 Z-QS01 会分泌特殊化学物质抑制小球藻

的生长[44]，粘细菌甚至在群体感应的调控下分

泌大量的纤维素溶解酶直接破坏藻细胞壁[45]。

微藻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它们能够降解细菌

信号分子或合成类似物发生淬灭效应，以对抗

细 菌 菌 群 产 生 的 负 面 作 用 [46] 。 莱 茵 衣 藻

(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能够分泌 AHLs 类

似物干扰细菌的生理活动 [47]；澳大利亚红藻

(Delisea pulchra)能产生与 AHLs 结构相似的呋

喃酮，在细菌表面与受体蛋白竞争性结合，导

致受体分子降解、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生物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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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48]。藻-菌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复杂的，

调控藻-菌胞间通讯行为是维系藻-菌体系平衡

的重要手段。 

2.1.2  微藻-真菌胞间通讯行为 

丝状真菌近年来被广泛用于提高微藻收获

效率。新型丝状真菌孢子和小球藻藻液共培养

时，能够形成直径为 3–5 mm 真菌-微藻小球，

藻收获率可高达 98%[49]。真菌-微藻小球的形成

主要受外界环境胁迫条件的影响[50] ，它们之间

的作用机制仍不清楚。丝状真菌菌丝球形成的

前提是菌丝形成及其延展缠绕，这与真菌的胞

间通讯行为密切相关。 

与细菌类似，真菌菌群也存在群体感应现

象，其中法尼醇(farnesol)是最具代表性的真菌

信号分子。烟曲霉菌(Aspergilus fumigatus)能够

响应法尼醇，导致细胞壁和细胞骨架的完整性

受到干扰而使菌丝的延伸被抑制[51]。白色念珠

菌(Candida albicans)细胞膜表面的 G 蛋白偶联

受体 GPCRs 与法尼醇结合，使 Ras1-Cyr1p- 

PKA-Efg1 路径的相关基因下调，从而显著抑制

菌丝的形成[52]。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和完善，

越来越多的真菌信号分子被甄别和发现，主要

归属于 4 大类别：(1) 内酯类化合物(如羟基羧

酸与丁内酯)；(2) 萜类化合物(如法尼醇或环倍

半萜)；(3) 醇类化合物(如色氨酸和苯乙醇，酪

醇和 2-甲基-1-丁醇等)；(4) 多肽类化合物。 

有研究表明，真菌不仅自身具有群体感应

特性，也能广泛响应细菌分泌的 AHLs，进而参

与跨界胞间通讯。4 μmol/L 的 C4-HSL、C6-HSL

和 C10-HSL 可以使 Galactomyce 的生长速率提

升 43%–180%，孢子萌发率提高 8%–33%[53]。

然而，区别于短链信号分子的促进作用，外源

添加 C12-HSL 导致 Galactomyce 菌丝生长速率

抑制 21%，孢子萌发率降低 28%[53]。铜绿假单

胞菌产生的 C4-HSL 和 3-oxo-C12-HSL 能够抑

制烟曲霉菌丝的形成，并因此抑制了生物膜的

形成。这是因为 3-oxo-C12-HSL “伪装”成法尼

醇，并与 Cyr1p 中的法尼醇抑制位点相结合，

使下游菌丝形成相关基因的表达下调[54]。尽管

目前仅有极少量报道，但是仍可证实真菌与微

藻之间存在胞间通讯作用。真菌次级代谢产物

如蒽醌类、联苯醚类和倍半萜类等，对微藻的

活性都具有一定的抑制性。可见，真菌和微藻

能够基于信号分子调节促进微生态平衡[55]。 

2.2  藻间胞间通讯行为 
微藻的细胞特征受营养盐、光强、温度、

盐度和重金属等环境因子的影响。这不仅仅是

营养和能量供给的作用，外界环境变化还刺激

了微藻产生小分子化学信号类物质，介导微藻

的生长及胞内物的合成。在水生生态系统中，

藻间胞间通讯作用因藻种和培养条件不同而存

在显著差异。链状亚历山大藻 (Alexandrium 

catenella)和锥状施氏藻(Scrippsiella trochoidea)

混合培养，其滤液会抑制拟菱形藻的生长[56]。

类似地，小球藻与雨生血球藻(Haematococcus 

pluvialis)也通过代谢产物影响彼此的生长[57]。

在球等鞭金藻的胞外滤液浓度大于 40%的情况

下，可促进纤细角毛藻生长，而纤细角毛藻的乙

酸乙酯萃取物会抑制球等金鞭藻的生长[58]。墨

西哥湾裸甲藻(Karenia brevis)赤潮爆发时，普通

小球藻能够释放脂肪酸、碳氢化合物和绿藻素到

环境中，抑制藻际环境中其他藻类的生长[59–62]。

此外，微藻 Scenedesmus obliquus AS-6-1 产生的

大量胞外聚合物会促进小球藻絮凝[63]。 

环境胁迫对微藻产生植物激素的种类和水

平具有一定影响。外源添加植物激素能够有效

缓解环境胁迫条件对藻细胞的伤害作用。在氮

限制条件下，外源添加植物激素萘乙酸和吲哚

丁酸的组合能够促进栅藻(Scendesmus sp.)的生

长和脂质累积，减轻小球藻 SDEC-8 因氮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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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氧化损伤[64]。另外，玉米素，生长素和

赤霉素组合使斜切线虫在氮限制下的生物量和

脂质产量提高了 44%–79%，Fv/Fm 和相对电子

传输速率也得到提升[65]。综上所述，微藻之间

的植物激素在不同藻种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控起

到了主要作用，可以看作是微藻之间胞间通讯

的“语种”。 

3  藻际胞间通讯信号分子及作用机制 

3.1  藻际胞间通讯信号分子甄别 
早期对胞间通讯信号分子作用的认知，是

通过从滤液中粗提、浓缩信号物质，再回填至

新的培养液中而获得的。但是，滤液成分十分

复杂，导致研究人员对于信号分子的化学结构

和浓度水平知之甚少。随着提纯及检测技术的

发展，滤液提纯方法经历了粗放式提取到定性

提取的发展，分析方法也由化学半定性法过渡到

色谱及多级质谱联用等仪器的分析手段。表 1

列举了本文中提到的几种藻际胞间通讯典型的

信号分子及其作用。 

目前对于信号分子的提取主要采取固相萃

取技术(SPE)，在萃取过程中，根据萃取柱的性

质不同，可以对不同目标物进行有效富集，降

低了滤液中杂质对检测结果造成的影响。近年

来固相微萃取技术(SPME)也逐步应用到研究

中，仅用一个装置即可完成萃取、浓缩等全部

前处理和进样工作。在减少了工作量的同时，

也提高了萃取效率。研究人员为了获得更完整 

 
表 1  几种典型的藻际胞间通讯信号分子及其作用 
Table 1  Several typical signal molecules of phycosphore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functions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in phycosphere 

Signal molecules name Composition Function References

Microalgae-bacterial C6-HSL Promote/inhibit 
the growth of 
algae cells 

[38] 

C8-HSL [40] 

C10-HSL [41] 

Microalgae-fungus 3-oxo-C12-HSL Inhibit the 
formation of 
fungal hyphae 

[54] 

Farnesol [51] 

Microalgae-microalgae 1-naphthylacetic acid Promote the 
growth of algae 
cells, accumulate 
lipid, improve 
photosynthetic 
efficiency, etc. 

[64] 

3-indolebutyric acid [64] 

Zeatin [65] 

Auxin [65] 

GA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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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分子信息，可根据目标信号分子的物理

化学性质和固相萃取柱的特点，耦联使用两种

或者两种以上固相萃取柱进行处理，富集纯化

目标信号分子。较为常用的固相萃取小柱包括

离子交换柱[66]、反相色谱柱(C18 柱、Oasis HLB

柱)[67]、混合模式色谱柱(Oasis MAX 柱、Oasis 

MCX 柱)等[68–69]。 

在信号分子检测方面，提高微量信号分子

检测的精准度，分析生物群落结构演替与时空

分布特征的关联，是阐明藻际胞间化学信号在

生态环境中功能作用的重要途径。目前广泛采

用多级反应监控模式(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

MRM)，其在信号分子定量分析时具有显著优

势。MRM 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和特异性, 可以快

速灵敏地从少量粗提物中直接检测出相关信号

分子[70]，并结合保留时间和母离子/子离子对样

品中的信号分子进行准确定性与定量[71]。 

研究者们采用改进的固相萃取-液质联用

技术，从小球藻滤液中甄别了 5 种介导微藻胞间

通讯的植物激素，主要包括：生长素(Auxins)[72]、

脱落酸 (abscisic acid，ABA)[73]、细胞分裂素

(cytokinins)[69]、赤霉素(gibberellin，GA)[68]和乙

烯(ethylene)等[74]。 

3.2  藻际胞间通讯信号分子的作用机制 
3.2.1  AHLs 对微藻基因表达路径的调控 

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与成熟，转录组和蛋

白组学分析技术可在基因、转录水平深入揭示

藻-菌共生体系中藻菌微生物之间的胞间通讯

路径调控机制。真核藻类感知原核细菌分泌的

AHLs 并做出生理响应这一系列的胞间通讯行

为主要涉及 3 个关键环节：藻类接受 AHLs 信

号分子的方式、AHLs 信号分子在藻胞内进行

转导的方式以及 AHLs 信号分子介导微藻细胞

特异性基因表达的相关路径。 

在微藻的感知系统中，细胞表面的受体蛋

白对胞外不同结构的 AHLs 具有不同的识别能

力，这主要是由于微藻细胞对不同酰基链长度

和取代基结构的 AHLs 的感知和响应具有差异

性。通过比对 AHLs 处理前后小球藻蛋白质表

达的变化，发现仅仅 C4-HSL 和 C6-HSL 可以促

进绿藻(Ulva)和红藻(Gracilaria)果孢子的形成

和释放[75]。向小球藻培养液中外源添加 AHLs，

可以类似于细菌受体(DNA 结合转录因子称为

R 蛋白)的方式与同源受体结合，并且会导致受

体蛋白活化或抑制多个靶基因转录表达 [38]。

Zhang 等研究表明，在 C6-HSL 的刺激下，小球

藻的生物量降低 77%，但油脂含量提高 60%[76]。

信号分子对小球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油脂合成

和 DNA 复制两方面，具体表现为：在油脂合

成路径上的关键酶，例如乙酰辅酶 A 羧化酶

以及脂肪酸合成酶等，共有 14 个酶的表达量上

调；在 DNA 复制路径上的关键酶，例如 DNA 聚

合酶、DNA 连接酶等，共有 41 个酶的表达量呈

显著下调趋势[76]。AHLs 对微藻细胞影响模式如

图 1 所示。 

AHLs 主要通过 3 种潜在机制调控微藻细

胞的生理活动：(1) 同细菌感知 AHLs 方式类

似，AHLs 通过自由扩散和转运机制进入微藻细

胞内部，结合胞内特异性受体，启动特异性功

能基因的表达[57,77]；(2) AHLs 作为胞外信号分

子，与微藻细胞膜表面偶联的受体蛋白结合，

信号转导为胞内第二信使分子(cAMP 或 Ca2+

等)，调控下游级联反应[54,78]；(3) 胞内 AHLs

及转导后的第二信使分子通过调控胞内酶活

性、三羧酸循环、氨基酸合成或糖酵解等代谢

路径，从而促使藻菌形成聚集体，或介导油脂

生物合成路径，提高油脂产量[79]。 

3.2.2  植物激素的调节作用 

目前，植物激素是最为广泛研究微藻胞间

的信号物质，其对微藻基因表达的调控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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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HLs 对小球藻基因表达及细胞油脂的影响[76] 
Figure 1  Effect of AHLs on gene expression and lipid of Chlorella vulgaris[76]. 
 
藻细胞的代谢功能与其他生理生态特征。与原

核微生物产生信号物质类似，微藻细胞也可以

合成植物激素，如在小球藻 NC64A 基因组中检

测到 5 种 ABA 相关基因的同源序列[78]。基于现

有的研究手段，对藻细胞内植物激素检测方法

十分有限，所以微藻内源植物激素的研究大都

是基于对高等植物激素的认知，采用添加至微

藻培养液中的方式而开展的。植物激素介导的

藻细胞的胞间通讯行为与机制尚存在相当的研

究空白。 

植物激素对微藻生长、胞内生物质合成和

抗氧化机制等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在磷营养盐

调节作用下，小球藻之间可以通过内源性信号

分子苯甲酸和水杨酸进行胞间通讯作用。苯甲

酸和水杨酸的生物合成是通过来自反式肉桂酸

(t-CA)的 CoA 依赖的非氧化途径实现。在磷酸

盐胁迫下，水合作用明显加强，BA 生物合成所

需关键酶苯甲酸合成酶(NAD)的转录量明显增

加。两种信号分子(苯甲酸 BA 和水杨酸 SA)的

浓度与细胞生长呈良好的线性关系。这是因为

BA 相关的下游产物乙酰辅酶 A 改善了 TCA

的碳同化循环，同时 DNA 复制的相关基因表

达也普遍得到了促进 [80–81]。这一发现，支持

了磷补给在氮饥饿胁迫条件下促进藻细胞生

长的生物信息机制，也为微藻生物质能源的高

效合成提供了新思路。图 2 基于转录组数据分

析，揭示了藻细胞产生的植物激素类信号分子

BA 和 SA 的合成路径及作用机制。多个研究

表明，SA 可促进细胞中油脂的积累。具体作

用方式为：在细胞中通过调控氨基酸代谢、糖

酵解以及戊糖磷酸化等途径，使得脂肪酸代谢

路径上关键酶表达量上调；同时，促进胞内碳

水化合物及蛋白质的降解，促进碳源流向脂肪

酸合成路径，提高细胞内油脂含量 [82–83]。 

生长素也是一种微藻胞内合成的、调节微

藻生长代谢的一种信号类物质。IAA 作为一种

典型的生长素，在适宜浓度下对大多数微藻

的生长均有促进作用。它通过控制小球藻固

碳关键酶核酮糖 -1 ,5 -二磷酸羧化酶 /加氧酶

(Rubisco)、抗氧化酶(POD、SOD 及 CAT 等)、

油脂合成关键酶乙酰辅酶 A 羧化酶(ACCase)的

活性[84]。在金藻(Nannochloropsis oceanica)培养

过程中，生长素和赤霉素介导了金藻胞间通讯，

对其生物量、脂质和 DHA 产量起到了积极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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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小球藻合成植物激素苯甲酸(BA)和水杨酸(SA)的路径及其对小球藻生长代谢的调节机制[81] 
Figure 2  Pathway and mechanism of synthesis of phytohormone benzoic acid (BA) and salicylic acid (SA) 
in Chlorella vulgaris cell[81]. 
 

节作用。生长素和赤霉素能够促进葡萄糖摄取、

脂肪酸生物合成和甲羟戊酸途径的上调表达，同

时抑制糖酵解和 TCA 循环路径的转录表达[85–86]。 

综上所述，植物激素通过基因表达能够调

节微藻脂肪酸合成、TCA 循环、戊糖磷酸途径

以及 DNA 复制等，由此对微藻生物质资源/能

源生产具有重要影响。不同于微藻对 AHLs

信号分子的感知和响应机制，植物激素对微藻

的调控作用通过膜蛋白或膜内蛋白组成的信

号受体完成，主要包括离子通道激动剂类受 

体[82]、G 蛋白偶联受体[85]、蛋白质超家族类胞

内受体[87]。 

4  展望 

胞间通讯作为重要的信息交流手段，对藻

际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影响。藻际

胞间通讯影响了藻际微生物多样性、微生物群

落组成，并在藻际环境的影响下而发生变化与

调节。在菌-藻或藻-藻共存状态下，胞间通讯是

藻际微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要驱动力。多种

藻际信号分子及其性质已逐渐被辨明和解析。

在不同环境胁迫下分离出的信号分子，其介导

的微藻胞间通讯作用也不尽相同，主要包括对

微藻生长、光合效率、胞内生物质组分和抗氧

化性等特征指标的影响。基因组学、代谢组学

和转录组学及其联用技术为深入解析藻际信号

分子作用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持。植物激素具有

痕量的特性，且多数易合成，廉价高产。相比

于其他调节机制(营养胁迫、温度、光强改变

等)，植物激素在较低成本投入时，就可以达到

显著提高生物质能源产率、提高生态环境稳定

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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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藻际胞间通讯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藻际信号分子的产生路径及作用机制尚存

在相当的研究空白。借鉴胞间通讯在其他微生

物种群中的研究历程，结合微藻生物质资源/能

源领域的需求，藻际胞间通讯领域在以下几方

面的研究工作需引起关注：(1) 优化藻间信号

分子的提取方法，使用核磁共振氢谱仪深入解

析特征官能团，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高分辨率

LTQ 轨道质谱方法检测信号分子，精准识别未

知信号分子；(2) 随着系统生物学的不断发展，

联合使用转录组、蛋白组等多组学分析，解析

藻际微生物之间功能性信号分子对微藻的响应

和调控机制。以此为理论依据，可以采用基因

工程手段，建立提高微藻的生物质资源/能源生

产效率的策略；(3) 采用多种信号分子联合投

加策略，结合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特性，有效

经济地发挥信号分子调控微生物种间交流提

高生态系统稳定性，提高微藻生产生物质能源

工业化进程；(4) 目前藻际胞间通讯的研究主

要是基于微观层面，但其具有的巨大应用潜力，

值得研究人员从宏观调控生态系统上进一步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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